
翦伯赞（1898年－1968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

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并主编了《中国史纲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翦伯赞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

便献身于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他主编的《中苏》半月刊在促进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发挥了思想上的积极引导作用，为抗战的胜

利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 许政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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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钱锺书和杨绛夫妇被安排到河南息

县“五七”干校改造思想。杨绛分在菜园，钱锺书先是

负责烧开水，后安排去邮电所取邮件和报刊。

俩人被分在一个窝棚里居住。杨绛笑着问钱锺

书：“咱们住这个地方行吗？”钱锺书肯定地回答：“不

行。”旁边的人说：“咱们干校就是这个条件。”钱锺书非

常认真地想了一会说了三个字：“没有书。”

对于钱锺书和杨绛夫妇来说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

得，没有书却不能过日子。

1972年，夫妇二人离开干校，回到北京。无处栖身，

只好借住在办公室，这是一间危房，里面放了两张行军

床、两个小桌子，一住就是3年。那时还是“文革”时期，在

学术凋敝的险恶环境里，他们夫妇每晚都伏案笔耕。

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围城》拍成电视连续剧后，

钱锺书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他们的居住环境得以改

善。当时，在钱锺书和杨绛夫妇的书房里，两张老式的

单人沙发放在一角，用来招待宾客。房间里大部分位

置都被书柜和书桌占据着。一张写字桌靠东竖搁，另

一张朝南横放。大的书桌是钱锺书的，小的书桌是杨

绛的。朋友惊奇地问：“为什么书桌大小不一样？”杨绛

说：“以前我写话剧，有人介绍钱锺书，说他是杨绛的丈

夫。自从《围城》拍成了电视剧，这旋风一下子吹得颠

倒过来了，他的名气大了，当然要用大的。我的名气

小，只好用小书桌喽。”

俩人不仅才识渊博，而且记忆力极好。凡是浏览

过的典籍，哪怕是野史笔记，几乎都过目不忘。沉重的

大部头辞典、百科全书，钱锺书竟然是按照字母顺序逐

条细读的，对于常人来说深奥难读的理论著作，对钱锺

书来说只是小意思。

钱锺书，因《围城》《谈艺录》《管锥篇》奠定了在文

学界、学术界的泰斗地位；杨绛，先因剧本而闻名，继而

翻译《堂吉诃德》，后来又以散文《干校六记》《我们仨》

与小说《洗澡》享誉文坛。 ■ 姜炳炎 据《人民政协报》

中国的抗战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紧密相连。

因此，各民族文化之间要相互浸润、相互影响，尤其是

要从中国四周邻近的民族文化中寻求帮助，从而丰富

本民族的文化体系。在出任《中苏》半月刊主编的同

年，翦伯赞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首次出版，他在

序言中指出：“我们这一次民族抗战，是一个伟大无比

的历史任务，它不仅改变中国史，而且也将改变世界

史。现在中国的人民已经坚决地在执行这一任务，我

们深切地相信，这一任务必将在全世界前进人类的支

持与声援之下，获得其最后的决定的历史的胜利，这一

胜利之获得，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吸收、学习苏联文化和斗争经验，不仅是因为中苏

之间在社会主义事业上的共同目标，也是世界各族人

民联合起来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必经途径。在《我们为

什么沟通中苏文化？》一文中，翦伯赞深入讨论了沟通

中苏文化对于推动抗战胜利的重要性，他指出：“各民

族文化虽然具有其各自的特殊性，但这里所谓的特殊

性，并不意味着孤立的发展。”这种文化间的联系具体

体现在：第一，“要在文化的沟通上加强中苏两大民族

之更深刻的相互认识并从而增进中苏两国的邦交，争

取苏联对我抗战之更大的同情与更大的援助”；第二，

“要从苏联建国斗争的历史中吸收胜利的经验与教

训”；第三，“要利用苏联高度的文化成果来教育并训练

我们抗战建国的新的干部人材”。在全文最后，翦伯赞

强调：“我们沟通中苏文化，是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国

家与民族的自由。”

翦伯赞主编的《中苏》半月刊为铸造中苏友谊、推

进抗战胜利搭起了一座牢固的精神桥梁。

“文化大众化”“文化集体化”“文化现实化”“文化积极化”——

翦伯赞倡行抗战文化

钱锺书：“没有书不能住”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中国人民走上艰苦卓绝的抗

日战争历程，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如此紧张的革命形势之下，作为一位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者和素养深厚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以敏锐的

眼光看到文化动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1937年11月，

翦伯赞发表《怎样动员我们战时的文化》一文，他在文

中疾呼：“我们知道，要保证抗战的胜利，是需要整个社

会的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的全阵容之合拍的推进，然后

我们抗战的力量才能成为一种有基础的、有泉源的、永

远不致枯竭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依赖于锐利的武

器，更要“使运用这些武器的人民大众都具有最坚决的

抗战的技能与意识”。为了实现这一教育大众的任务，

就要发动“抗战的文化的总动员”、展开“战时的文化新

阵容”，因为，“文化动员在抗战中，是夺取胜利的一个

重要的因素”。

翦伯赞结合全面抗战的形势指出，在军事上动员

广大的武力的同时，也要在文化上扩大团结，他提出了

具体的建议：一是“文化大众化”，让文化“在大众的战

斗意识的燃烧之中”锻炼出新内容、新阵容。二是“文

化集体化”，要让“一切的文化团体和文化人，都集体地

去教育并鼓励人民大众之抗战的精神”。三是“文化现

实化”，让文化成为与“战时的人民生活密切攸关”的事

业。四是“文化积极化”，让文化“在战争中发出惊人的

怒吼”，“在东方放出正义与人道的光芒”，从而“写出我

们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的历史”。

此后不久，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翦伯赞与吕振

羽、谭丕模等人先后组织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

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1938年 3月 15日，《中

苏》半月刊创刊，翦伯赞出任主编。作为中共直接指

导下发行的刊物，《中苏》半月刊以宣传中国抗战和沟

通中苏文化为宗旨，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是湖南抗战期间存在时间最长、

出刊期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之一。该刊发表的

极富政治理论性的时评和论文、介绍苏联文化的译文

和专论，以及围绕抗战主题发表的诗歌、散文、短论，

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在

湖南的唯一合法的舆论阵地”，在抗战文化宣传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3月，在《中苏》半月刊的创刊号上，翦

伯赞发表了题为《抗战的过去及其前途》的长文，

他深刻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历史进程，并论证了打

持久战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翦伯赞在文中写道：“民族解放斗争，是一个

艰苦的斗争，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业，我们必须以

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热情坚持到底”，“以长期抗

战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他指出，中国人民

“固然遭受了空前的巨大的灾害与惨痛，但同时从

这战斗的实践生活的锻炼与经历中，我们却获得

了不可计算的巨大的收获，这些收获，作成了中华

民族走上新的历史时代的基石。”这些文字，字字

千钧，充分体现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

正是在这一年的5月，毛泽东公开发表了《论

持久战》的演讲稿，从思想上武装全党全军和人民

群众，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信

心。从这个方面来看，翦伯赞及其主编的《中苏》

半月刊在宣传中共抗战政策方面发挥了科学引导

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广泛

的民众基础。

在正面宣传抗战必胜信念的同时，翦伯赞勇

敢地直面国民党顽固势力，对后者打压、破坏民众

抗日团体的行为予以坚决批判。1938年9月，翦

伯赞发表《抗议解散抗日团体》一文，他在文中疾

声呼吁：“现在中国抗战形势的紧急，再不容许我

们把对付日本法西斯匪徒的力量，分出一丝一毫

来对付自己的抗日青年与抗日群众，相反地，我们

应该把一丝一毫的力量都要用来对付法西斯匪

徒。”作为《中苏》半月刊的主编，翦伯赞多次被国

民党反动派传讯，他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

时顽强不屈，保证了《中苏》半月刊的持续发行，对

于保护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坚实阵地、宣传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由于种种现实因素，《中苏》半月刊于1940年

停刊，存在时间仅两年零9个月。同年2月下旬，

翦伯赞抵达重庆，与郭沫若、侯外庐等人共事于中

苏文化协会，担任《中苏文化》月刊副主编，继续从

事抗日文化宣传的工作。七七事变三周年之际，

翦伯赞在《中苏文化》发表了《中国抗战的历史原

理及其发展逻辑》一文，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并将其与中国革命形势紧密结合。在抗战

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下，翦伯赞以其深刻的论辩、

雄厚的笔锋，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育抗战

时期的先进文化，促进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开

展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力量。

“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热情
坚持到底”

“从苏联建国斗争的历史中吸收胜利的经验与教训”

“文化动员在抗战中是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